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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数字治理的村民参与行为研究 

——基于湖南省 36 个村务微信群 688 名村民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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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社会认知理论和 PEST理论模型，基于湖南省 36个村务微信群 688名村民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村

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行为。研究发现，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明显多于创造性行为，政治、经

济、社会、技术外部环境以及村民自我效能感与结果效能感正向显著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

和创造性行为，且村民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在外部环境与村民参与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建议进一

步优化乡村数字治理的外部环境、增强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效能感，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创造性

行为，以此促进乡村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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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688 villagers in 36 village WeChat groups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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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688 villagers in 36 village WeChat groups in Hunan Provinc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behavior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d PEST 

theore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vited behaviors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a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eir creative behavior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extern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villagers’ self-efficacy and outcome efficacy,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vited 

behaviors and creative behaviors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and villagers’ self-efficacy and 

outcome efficacy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enhance the sense of 

efficacy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and stimulate villagers’ creative behavior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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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乡村治理创新，有助于

推动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公共决策科学化及公共

服务精准化，是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 2019 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

导意见》强调“支持建立‘村民微信群’‘乡村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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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推进村级事务即时公开，加强群众对村级

权力有效监督”。 自此，微信在乡村治理中得到广

泛应用，这使得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更多元、诉求

更全面。村务微信群已成为乡村数字化治理的重要

平台，成了新时代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

服务、自我监督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学界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基本动因、

影响因素和实施策略进行了研究。其一，乡村数

字治理的基本动因。在乡村人口高流动的现实背

景下，以村务微信群为代表的数字平台，能够促

使分散在不同时空中的村民个体再聚合，破解物

理不在场的困境，实现外流村民的虚拟在场，密

切村民个体间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促进在村

村民和外流村民通过网络公共空间自由表达、讨

论并共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从而推动乡村

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和数字赋能乡村善治[1,2]。其

二，乡村数字治理的影响因素。村民的数字素质

能力[3,4]，村干部的数字治理思维与能力[5]，虚拟

空间中的乡村信任关系重联[6]，村微信群等数字空

间管理制度机制的建立健全[7]，网络空间中国家与

村民对乡村治理的行为变化等[8]，都深刻影响乡村

数字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其三，乡村数字治理的

实施策略。提升基层管理者对乡村数字治理的认

知与应对能力[5]，构建一套与乡村数字治理匹配的

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2,9]，建构与规范乡村虚拟公

共空间[10]，培育村民数字素养与数字治理参与能

力等[3]，是实施乡村数字治理的基本策略。 

文献梳理表明，既有研究基本以定性研究和

宏观研究为主，鲜有关注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的定量研究和微观研究。本文依据社会认知理论

和 PEST 宏观环境分析模型，基于政治、经济、社

会、技术等外部环境，引入政治效能感和结果期

望，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框架，实证分析

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内部运作机理，以期为

有效提升村民网络政治功能的认知与使用、凸显

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健全共建共享共

治的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乡村数字治理是借助数字技术手段，依托微

信等数字媒介及平台，塑造跨时空的“共同在

场”与虚拟的熟人社会，聚合在村村民和外流村

民，密切个体之间、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联系，

形成集体共识和权力监督，促进村民参与村庄治

理、村务管理，实现乡村治理创新与提升乡村善

治水平的过程[1,8]。村务微信群作为乡村治理的新

平台，具有可交流、有互动、零成本、时效性强

等特点，是破解村务信息传播难、官民沟通难等

问题，促进村社自治的有效途径。村民通过村务

微信群，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可以知晓村里

的“大情小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提出诉

求。村务微信群已成为村情民意的“直通车”、连

接民心的“快车道”。然而，在以村务微信群等为

平台的乡村数字治理过程中，村民会有截然不同

的参与行为，有的村民积极参与、有效发声，有

的则充当“潜水者”。因乡村数字治理有效实施与

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密切相关。

鉴于此，本文将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行为划

分为受邀浏览村务微信群治村信息而不发表意见的

受邀性参与行为和浏览村务微信群治村信息且积极

主动发表治村意见与建议的创造性参与行为。 

学界采用社会认知理论分析虚拟社区的参与

行为、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强调个体参与行为

受到外部环境和自我认知的影响，发现积极的认

知有利于个体参与决策，行为实施的环境能增强

个体参与的信心和心理认知，进而转化为其参与

行为[11]。社会认知理论是一种常用于分析个体参

与行为的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阿尔伯特·班杜

拉（Albert Bandura）提出，强调个体认知、行

为、环境是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行

为不仅受个人的支配，也受环境的制约[12]。PEST

宏观环境分析模型由格里·约翰逊（Gerry 

Johnson）和凯万·斯科尔斯（Kevan Scholes）提

出，PEST四个字母分别代表政治（politics）、经济

（economy） 、 社 会 （society） 和 技 术

（technology）等环境因素。该模型广泛用于分析

一切影响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帮助组织根据

自身特点确定发展策略[13]。以村务微信群等为平

台的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一种创新

发展，与当下乡村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技术环

境密不可分。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和 PEST 宏观环境

分析模型，村民依托村务微信群参与乡村数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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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行为受到个体认知及其所处环境的共同影

响，其中，个体认知具体表现为村民参与的自我

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外部环境具体表现为村民

参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根据前述

分析，构建如下理论框架（图 1）。 

 
图 1 乡村数字治理的村民参与行为研究理论框架 
 

（一）外部环境对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行

为的影响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外部环境是指个体实施

某一特定行动时所处的环境，是影响其行为结果

的重要变量[12]。作为以村务微信群等为媒介的跨

时空乡村治理新模式，乡村数字治理有良好的政

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外部环境，对村民的受

邀性参与行为和创造性参与行为具有积极影响。

以村务微信群等为依托的乡村数字治理，其实是

一种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受村庄自治制度建设、

治理流程规范、村民自治意愿等政治环境的深刻

影响。村自治制度建设与创新水平越高[14]，治理

流程规范性与民主协商落实情况越好，村民的民

主自治意识越强[15]，能够为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

理提供更好的政治环境。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的积极性与所在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是一种以共有产权为基础的公

有制经济形式，以利益相关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产

权结构为村民自治提供了经济基础、内在需求与

持久动力[16]。村集体经济实力与产业发展水平对

增进村民自治和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效应[17]。以村

务微信群等为依托的乡村数字治理，塑造了虚拟

的熟人社会，以公共舆论形成集体共识和权力监

督[1]，而这些目标的实现是以村庄拥有良好的社会

紧密度、和谐度以及共同体为基础的。基于良好

的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建立稳定而紧密的村庄

人际交往圈[18]，改善干群、邻里关系和促进村庄

社会和谐[19]，增强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和村民的村

庄共同体意识[1]，有助于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

理的积极性。村民通过村务微信群参与乡村数字

治理，离不开一定数字技术条件。不同村庄的网

络通信技术应用及培训水平不同，这使得乡村数

字治理的村民参与程度不同。改善村庄网络设

施、优化村民信息终端、加强村民数字培训、提

升村民数字素质等措施[6,20]，可以落实和强化村民

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保障和拓展村民自治的

数字空间。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 1：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外部环境

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行为。 

（二）效能感对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行为

的影响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认知能够形塑个体

行为[21]。就本研究而言，个体认知即为乡村数字

治理的村民效能感，具体表现为村民在乡村数字

治理中的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其一，自我

效能感是村民对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自我责任感

知以及自我具备相关能力的评价感知。村务微信

群为身处异乡的村民提供了参与村务治理的平

台，这改变了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方式，创建了

“离土不离乡”的参与治理模式[22]。村民强烈的

村庄治理责任意识[23]、良好的数字素质和民主表

达能力[3,8]能够激发他们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自我

效能感，并促成实际行为。其二，结果效能感是

村民在乡村数字治理过程中，对参与便捷性、参

与经济性等工具层面的效能感知，以及维护自身

利益、集体利益等价值层面的效能感知[24]。村务

微信群打破了村民获取村庄各种信息和参与村庄

治理的时空限制，便于村民随时随地获取有关村

里的信息，并发表言论，参与村务的讨论，增强

村民维护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话语权[22]，这能

够增强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工具效能感和价值

效能感，并提高其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行为的概率。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 2：效能感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数

字治理的行为。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环境因素影响个体认

知，个体认知又形塑个体行为，外部环境通过个

体认知过程转化为个体实际行为[24]。遵循社会认

自我效能感 

中介效应 

村民认知 

（效能感） 

政治环境 

参与环境 

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 

技术环境 
结果效能感 

受邀性参与 

参与行为 

创造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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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理论的“环境-个体认知-行为”因果逻辑，本文

将效能感作为乡村数字治理中村民参与环境与参

与行为的中介变量。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行

为，是一种试图改变传统乡村治理的行为[25]。在

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下，乡村数

字治理的村民效能感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是可塑和

变化的，受外部环境因素刺激而促使村民产生不

同的行为反应[12]。因此，效能感能够很好地诠释

村民对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行为的认知，可作为

连接外部环境与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行为的中

介。在乡村数字治理过程中，村庄良好的政治、

经济、社会、技术环境，有助于增强村民参与的责

任感，提高村民的数字素质与意见表达能力，帮助

村民突破参与的时空限制和降低参与村务的成本，

引导村民规范有序有效参与，更好地维护村庄集体

利益与村民自身利益，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

治目标，从而增强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自我效

能感和结果效能感，进而促进村民积极主动参与乡

村数字治理。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 3：效能感在外部环境影响乡村数字治理

村民参与行为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行

为，具体包括受邀性参与行为和创造性参与行

为。分别设置题项“您会经常浏览村务微信群里

发布的治村信息”和“您会在村务微信群中积极

发表治村意见”测量村民的两种参与行为。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外部环

境和效能感。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和 PEST 宏观环境

分析模型，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

技术环境四个维度设计 12 个题项（五分类法赋

值：很不同意=1；较不同意=2；一般=3；比较同

意=4；非常同意=5），并采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价

四类环境。从村民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两个

维度设置 6个题项进行测量（五分类法赋值：很不

同意=1；较不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

常同意=5）。采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估村民参与乡

村数字治理的效能感，数值越大则效能感越强。

同时，该变量也作为中介变量，探讨效能感在外

部环境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行为过程中的

作用机制。 

3．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家庭等众多因素对村

民参与村庄治理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5,12]。本研究

选择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个体

特征和家庭人口数、人均年收入水平、收入来源

等家庭特征设定控制变量。变量的定义、赋值及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及其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村民参与行为 

受邀性参与行为 是=1；否=0 0.852 0.356 

创造性参与行为 是=1；否=0 0.353 0.478 

解释变量：参与环境 政治环境 取以下 3个题项的均值 2.747 1.223 

自治制度建设 政府十分重视村务微信群的作用及运行制度建设：1~5分 2.594 1.244 

治理流程规范 村干部在村庄事务的处理上会积极征求大家的意见：1~5分 3.305 1.182 

村民民主意识 村民积极参与村务民主管理：1~5分 2.343 1.243 

经济环境 取以下 2 个题项的均值 2.763 1.379 

产业经济水平 本村产业经济发展比周边村要好：1~5分 2.967 1.440 

集体经济水平 本村集体经济收入比周边村要高：1~5分 2.558 1.318 

社会环境 取以下 3个题项的均值  3.500 1.094 

社会紧密度 村民经常在一起交流：1~5分 3.494 1.070 

社会和谐度 村民之间能够和睦相处：1~5分 3.919 1.032 

共同体意识 村民十分关心村级各项事业发展：1~5分 3.087 1.180 

 技术环境 取以下 4 个题项的均值 3.504 1.163 

  网络设施 本村网络设施与信号覆盖良好：1~5分 4.310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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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及其赋值 均值 标准差 

  信息终端 本村村民大多数拥有智能手机：1~5分 4.237 1.034 

村民数字培训 政府经常开展信息技术培训：1~5分 2.376 1.314 

村民数字素质 本村村民大多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1~5分 3.094 1.264 

参与效能感(中介变量) 自我效能感 取以下 2 个题项的均值 3.313 1.169 

自我责任感 自己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村务微信群参与村中事务讨论：1~5分 3.401 1.172 

自我能力感 自己有能力通过村务微信群参与村中事务讨论：1~5分 3.225 1.165 

结果效能感 取以下 4个题项的均值 4.028 1.093 

参与便捷性 通过村务微信群能够更便捷地参与村中事务讨论：1~5分 4.439 0.959 

参与经济性 通过村务微信群能够更经济地参与村中事务讨论(节约时间和金

钱)：1~5分 

4.163 1.061 

维护自身利益 村务微信群能维护自己及家人的利益：1~5分 3.855 1.152 

维护集体利益 村务微信群能维护村里的公平正义：1~5分 3.653 1.200 

控制变量：个体特征 性别 女=0；男=1 0.529 0.500 

年龄（岁） 受访时的实际年龄 38.547 12.666 

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4；大专、本科及以

上=5 

3.263 1.104 

政治面貌 非党员=0；党员=1 0.134 0.341 

家庭特征 家庭人数 家庭实际人数 3.757 1.556 

人均年收入(元) 5000以下=1；5001~10000=2；10001~20000=3；20001~30000=4 ；

30000以上=5 

3.609 1.199 

收入来源 非农收入为主=0；农业收入为主=1； 0.574 0.495 

 

（二）模型设计 

1．基准模型 

本研究因变量设置两个指标，分别为村民参与

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根据赋

值方式的不同，采用 Probit 模型分析外部环境对村

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行为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𝑃(𝑌𝑖 = 1｜𝑋𝑖) =  𝛷(𝑋𝑖) = 𝛼 + 𝛽𝑖𝑂𝐸𝑖 +

𝛾𝑖𝑅𝐸𝑖 + 𝜆𝑖𝑋𝑖 + 𝜇𝑖                                           (1) 

式中，ｉ表示不同的村民，𝑃(𝑌𝑖 = 1｜𝑋𝑖)表

示村民ｉ具有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行为的概率，Φ

（Xi）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OE 是外

部环境变量，RE是效能感变量，X是控制变量，α

是常数项，βｉ、γｉ、λｉ是待估计的变量系数，μｉ 

是随机干扰项。 

为验证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进行 Probit

模型估计的同时，运用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对

Probit模型拟合结果进行检验。 

2．中介效应模型 

上述基准模型中，若外部环境的回归系数均

显著，则可进一步分析村民效能感在外部环境影

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行为中的中介作用。借

鉴 Baron等[26]的方法，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𝑌𝑖＝𝛼0＋𝛼1𝑂𝐸𝑖＋∑𝛼2Ｘ𝑖
＋𝜀1          (2)  

𝑅𝐸𝑖＝𝛽0＋𝛽1𝑂𝐸𝑖＋∑𝛽2 𝑋𝑖＋𝜀2              (3) 

𝑌𝑖＝𝛾0＋𝛾1𝑂𝐸𝑖＋𝛾2𝑅𝐸𝑖＋∑𝛾3 𝑋𝑖＋𝜀3       (4)  

式中，Yi 表示村民的参与行为；OEi 为外部环

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

环境；REi为效能感， 包括自我效能感、结果效能

感２个维度；Xi 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家庭人口数、人均年收

入、收入来源。α、β、γ 分别为待估计的变量系

数；ε1、ε2、ε3为随机干扰项。 

四、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其处理 

1．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2023 年 7—10 月在湖南省

进行的问卷调查。湖南省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

注重以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创新乡村治理模式。

2010 年，湖南省以获批全国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

省建设为契机，打造湖南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

务平台，探索乡村治理信息化新模式。2017 年，

湖南省委、省政府正式上线并运营以“三湘 e 监

督”微信公众号为主体的村级权力监督平台，在

三湘大地上推广“村级微信群”“乡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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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实践乡村数字治理模式。

当前，“村务微信群”已在湖南省实现行政村全覆

盖，成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因此，

以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调查研究村民的乡村数字

治理参与行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采取分地区抽样，按照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将

长株潭区、环洞庭湖区、湘中南区、湘西区等 4 个

区域所属县域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在每个

层次中随机抽取 1 个县（市、区），共抽取 12 个样

本县，再在抽取出来的县中按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县

辖乡（镇）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在每个层次

中随机抽取 1 个乡（镇），并随机调查某一个村加

入村务微信群的村民 20 人，这样共对省内 12 个县

（市、区）36个乡（镇）36个村的 720名村民发放

调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 32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

卷 68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5.56%。 

2．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 688 份样本数据进行统计的结果显示（表

1），被调研对象中，男性占 52.91%；平均年龄为

38.55 岁；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党员占

比 13.37%；家庭平均人口数为 3.757；家庭人均收

入以 10 001~20 000元、20 001~30 000元为主，分

别占 20.93%、30.52%；收入来源以农业为主的占

比为 57.41%，这些与湖南省农村人口特征基本相

符，表明样本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乡村数

字治理过程中，85.17%的被调研对象进行了受邀

性参与行为，35.32%进行了创造性参与行为，即

村民受邀性参与行为明显多于创造性参与行为，

也就是说，村民更多地浏览村务微信群发布的各

类治村信息，相对较少发表治村意见。村民对乡

村数字治理环境感知的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技

术环境（3.504）社会环境（3.500）经济环境

（2.763）政治环境（2.747）。这表明，随着数字

乡村发展战略的实施，农村互联网普及应用水平

得到极大提升，并以此创造了一个跨越时空的虚

拟治村场域，从而为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提供

了良好的技术和社会环境，但农村经济产业发

展、治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乡村数字治理亟待

优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村民对乡村数字治理

的自我效能感、结果效能感得分依次为 3.313、

4.028 ，表明村民已经认识到乡村数字治理的便捷

性和经济性，也感知到乡村数字治理在维护自身

利益与村庄集体利益方面的功效，但其乡村数字

治理的自我责任感及能力感较弱。 

3．解释变量及中介变量的数据处理 

借鉴既有研究[27,28]，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乡

村数字治理村民参与环境的 4 个维度 12 项指标和

参与效能感的 2 个维度 6 项指标分别进行因子分

析。首先，运用 SPSS25.0 软件，对参与环境和参

与效能感的量表数据进行信度及效度检验，结果

显示 KMO检验值分别为 0.805、0.761， Bartlett球

形 检 验 的 近 似 卡 方 值 分 别 为 2290.261

（sig=0.000）、1253.678（sig=0.000），KMO 检验

值 均 大 于 0.7，Bartlett 球 形 检 验 均 显 著

（sig<0.05）。这表明参与环境和参与效能感的量

表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通过验证性因子

分析进行降维，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

获得解释变量即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外部环

境因子载荷（表 2）和解释变量（中介变量）村民

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效能感因子载荷（表 3）。参

与环境变量包含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

境、技术环境等 4个公因子，其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16.103%、13.278%、17.039%、19.921%，累计方

差贡献率为 66.341%；参与效能感变量包括自我效

能感和结果效能感 2个公因子，其方差贡献率分别

为 27.971%、40.183%， 累 计 方 差 贡 献 率 为

68.154%。最后，根据方差贡献率采用因子得分法

计算 4个参与环境变量（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

会环境、技术环境）及 2 个参与效能感变量（自我

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的得分。 

表 2 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外部环境因子载荷 

外部环境 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 技术环境 共同度 

自治制度建设 0.790    0.646 

治理流程规范 0.789    0.695 

村民民主意识 0.769    0.623 

产业经济水平  0.876   0.801 

集体经济水平  0.854   0.788 

社会紧密度   0.786  0.691 

社会和谐度   0.793  0.665 

村庄共同体 

意识 
  0.801  0.674 

网络设施    0.746 0.585 

信息终端    0.784 0.634 

村民数字培训    0.660 0.512 

村民数字素质    0.763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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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效能感因子载荷 

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 结果效能感 共同度 

自我责任感 0.893  0.825 

自我能力感 0.887  0.821 

参与便捷性  0.696 0.497 

参与经济性  0.750 0.591 

自身利益  0.799 0.659 

集体利益  0.816 0.696 

 

（二）基准回归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需要对自变量进

行 多重 共线 性检 验。 一般 而言 ，容 忍度 

(Tolerance)>0.2 或者方差膨胀因子 (VIF) <10，则表

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反之，则

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29]。本研究对有效样本进行

整理和赋值后，对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在内的 15 个变量进行多重共

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VIF 均小于 10，

Tolerance 均大于 0.2，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

共线性，可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有效。 

使用 Probit模型检验外部环境对村民参与乡村

数字治理行为的影响，表 4 中的模型 2、 5 是加入

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 3、6 是其边际效应

结果。从外部环境角度看，就村民参与乡村数字

治理的受邀性行为而言，政治环境、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对其在 1%水平上具有正向显

著性影响，由此可知，政治、经济、社会、技术

等外部环境能够有效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的受邀性行为，验证了假设 1。且从模型 3 的边际

效应结果可知，当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

影响程度每增加 1个单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的受邀性行为发生的概率将分别上升 4.9%、

5.3%、4.5%、3.6%。就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

创造性行为来说，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

境、技术环境对其在 1%水平上具有正向显著性影

响，表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外部环境正

向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创造性行为，验

证了假设 1。同时，由模型 6 中的边际效应结果可

知，当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影响程度每

提升 1个单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创造性行

为发生的概率将分别上升 7.0%、8.5%、6.9%、

5.8%。由此可知，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外

部环境对村民创造性行为的影响程度均大于村民

的受邀性行为，表明在鼓励村民主动关注、积极

参与治村事务的过程中，应更加关注村庄政治、

经济、社会、技术等外部环境的优化。与此同

时，经济环境对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

行为和创造性行为的影响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村庄经济环境越优越，村民经济条件越

好，越有时间、精力去关注和参与村庄事务，履

行自己的政治义务。而技术环境在村民参与乡村

数字治理的行为中影响是最小的，这表明数字技

术虽在鼓励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行为中产生

积极作用，但数字技术并不是万能的，需与政

治、经济、社会等外部环境相协调，相辅相成，

共同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从村民参与的效能感角度看，就村民参与乡

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而言，自我效能感和结

果效能感均对其在 1%水平上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验证了假设 2。从边际效应结果看，当村民的自我

效能感、结果效能感每提升 1个单位，村民参与乡

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发生概率分别提升

2.8%、4.5%。就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创造性

行为而言，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均对其在 1%

水平上产生正向显著影响，验证了假设 2。从边际

效应结果看，当村民的自我效能感、结果效能感

每提升 1个单位时，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创造

性行为发生概率分别提升 6.4%、5.6%。这表明，

村民的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对村民参与乡村

数字治理的创造性行为的影响均明显大于其对受

邀性行为的影响。 

与此同时，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年龄、

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人均年收入对村民参与乡

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受教

育程度、政治面貌、人均年收入对村民参与乡村数

字治理的创造性行为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74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4年 10月 
 

表 4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受邀性参与行为 创造性参与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边际效应)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边际效应) 

政治环境 
0.569*** 

(0.089) 

0.523*** 

(0.105) 

0.049*** 

(0.009) 

0.283*** 

(0.057) 

0.247*** 

(0.060) 

0.070*** 

(0.016) 

经济环境 
0.628*** 

(0.084) 
0.575*** 

(0.095) 
0.053*** 

(0.008) 
0.316*** 

(0.062) 
0.302*** 

(0.066) 
0.085*** 

(0.018) 

社会环境 
0.390*** 

(0.095) 

0.482*** 

(0.113) 

0.045*** 

(0.010) 

0.244*** 

(0.055) 

0.244*** 

(0.057) 

0.069*** 

(0.015) 

技术环境 
0.445*** 

(0.096) 

0.392*** 

(0.114) 

0.036*** 

(0.010) 

0.225*** 

(0.055) 

0.206*** 

(0.057) 

0.058*** 

(0.015) 

自我效能感 
0.347*** 

(0.074) 
0.297*** 

(0.084) 
0.028*** 

(0.008) 
0.280*** 

(0.065) 
0.227*** 

(0.068) 
0.064*** 

(0.019) 

结果效能感 
0.505*** 

(0.088) 

0.479*** 

(0.099) 

0.045*** 

(0.008) 

0.234*** 

(0.061) 

0.200*** 

(0.063) 

0.056*** 

(0.017) 

性别  
0.088 

(0.190) 

0.008 

(0.018) 
 

0.044 

(0.112) 

0.012 

(0.032) 

年龄  
0.026*** 

(0.010) 
0.002*** 

(0.000) 
 

0.005 
(0.005) 

0.002 
(0.001) 

受教育程度  
0.307*** 

(0.082) 

0.029*** 

(0.007) 
 

0.151*** 

(0.055) 

0.042*** 

(0.015) 

政治面貌  
1.363** 

(0.543) 

0.127*** 

(0.050) 
 

0.474*** 

(0.156) 

0.133*** 

(0.043) 

家庭人口数  
0.044 

(0.063) 
0.004 

(0.006) 
 

0.025 
(0.036) 

0.007 
(0.010) 

人均年收入  
0.258*** 

(0.076) 

0.024*** 

(0.007) 
 

0.130** 

(0.054) 

0.037** 

(0.015) 

收入来源  
0.296 

(0.192) 

0.028 

(0.018) 
 

0.016 

(0.115) 

0.005 

(0.032) 

_cons 
1.894*** 

(0.138) 
–1.145** 
(0.530) 

 
–0.509*** 
(0.058) 

1.897*** 
(0.339) 

 

伪 R2 0.478 0.588  0.195 0.22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降低一般遗漏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参

照已有研究，将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行为

的众多因素纳入控制变量中。借鉴已有研究[30]，

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并将结果（表 5）与前

述 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政

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自我

效能感、结果效能感均在 1%的水平上对村民参与

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产生显

著正向影响，且 Probit 模型和 Logit 模型的回归结

果在回归系数大小、方向和显著性等方面都基本

一致，验证了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四）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讨外部环境与村民参与乡村数

字治理之间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机制，本文采用逐

步回归中介法检验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的中

介效应，结果如表 6所示。在影响受邀性参与行为

的路径中，政治环境下自我效能感、结果效能感

分别起到了 9.023%、12.562%的部分中介作用；经

济环境下自我效能感、结果效能感分别起到了

8.077%、13.108%的部分中介作用；社会环境下自 

表 5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受邀性参与行为 创造性参与行为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政治环境 
1.034*** 

(0.169) 

0.890*** 

(0.187) 

0.466*** 

(0.097) 

0.410*** 

(0.101) 

经济环境 
1.143*** 

(0.157) 

1.001*** 

(0.173) 

0.517*** 

(0.107) 

0.499*** 

(0.114) 

社会环境 
0.709*** 

(0.183) 
0.840*** 

(0.210) 
0.414*** 

(0.094) 
0.403*** 

(0.097) 

技术环境 
0.816*** 

(0.183) 

0.676*** 

(0.208) 

0.382*** 

(0.092) 

0.349*** 

(0.095) 

自我效能感 
0.621*** 

(0.136) 

0.543*** 

(0.153) 

0.466*** 

(0.114) 

0.373*** 

(0.118) 

结果效能感 
0.917*** 

(0.165) 
0.845*** 

(0.182) 
0.384*** 

(0.104) 
0.332*** 

(0.108) 

性别  
0.127 

(0.343) 
 

0.070 

(0.190) 

年龄  
0.044** 

(0.018) 
 

0.009 

(0.008) 

受教育程度  
0.534*** 

(0.147) 
 

0.258*** 
(0.093) 

政治面貌  
2.489** 

(1.084) 
 

0.770*** 

(0.261) 

家庭人口数  
0.084 

(0.114) 
 

0.044 

(0.060) 

人均年收入  
0.451*** 

(0.139) 
 

0.220** 

(0.092) 

收入来源  
0.467 

(0.345) 
 

0.026 
(0.193) 

_cons 
3.435*** 

(0.282) 

–1.934*** 

(0.963) 

– 0.847*** 

(0.100) 

– 3.204*** 

(0.589) 

伪 R2 0.477 0.579 0.192 0.224 

 

我效能感、结果效能感分别起到了 18.641%、

24.234%的部分中介作用；技术环境下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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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结果效能感分别起到了 11.897%、27.608%的

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见，自我效能感在社会环

境中对受邀性参与行为影响最大，能解释 18.641%

的“社会环境—受邀性参与行为”总路径，在经

济环境中对受邀性参与行为影响最小。类似地，

结果效能感在技术环境中对受邀性参与行为影响

程度最大，能解释 27.608%的“技术环境—受邀性

参与行为”总路径，在政治环境中对受邀性参与

行为影响最小。 

在影响创造性参与行为的路径中，政治环境

下自我效能感、结果效能感分别起到了 9.426%、

10.312%的部分中介作用；经济环境下自我效能

感、结果效能感分别起到了 12.846%、15.939%的

部分中介作用；社会环境下自我效能感、结果效

能感分别起到了 14.639%、14.755%的中介作用；

技术环境下自我效能感、结果效能感分别起到了

9.809%、17.637%的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见，自

我效能感在社会环境中对创造性参与行为影响最

大，能解释 14.639%的“社会环境—创造性参与行

为”总路径，在政治环境中对创造性参与行为影

响最小。类似地，结果效能感在技术环境中对创

造性参与行为影响最大，能解释 17.637%的“技术

环境—创造性参与行为”总路径，在政治环境中

对创造性参与行为影响最小。 

上述中介效应实证结果证实，自我效能感与

结果效能感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等外

部环境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

和创造性行为的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验证

了假说 3。这说明乡村数字治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了乡村治理，建立了稳定紧密的村庄人际交往圈

并促进了乡村社会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村

民的村庄共同体意识，增强了村民参与乡村数字

治理的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从而促进了村

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与创造性行

为。同时，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数字

技术与数字媒介嵌入乡村治理中，一方面使村民

能够更便捷、经济地参与村中事务讨论，另一方

面也使得村中事务进一步公开透明并能够及时有

效地回应村民诉求，进而增强了乡村数字治理过

程中村民的自我效能感与结果效能感，即村民不

但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参与村务管

理决策，还能在此过程中取得有价值、有意义的

结果，从而进一步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

受邀性行为与创造性行为的发生概率。 

表 6 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受邀性参与行为

Y1 

创造性参与行为
Y2 

政治环境 X1 总效应 0.056** 0.065** 

 直接效应 0.051** 0.059** 

自我效能感 X5 间接效应 0.005 0.006 

 中介比值 9.023% 9.426% 

政治环境 X1 总效应 0.056** 0.065** 

 直接效应 0.049** 0.059** 

结果效能感 X6 间接效应 0.007 0.007 

 中介比值 12.562% 10.312% 

经济环境 X2 总效应 0.096** 0.079** 

 直接效应 0.088** 0.069** 

自我效能感 X5 间接效应 0.008 0.010 

 中介比值 8.077% 12.846% 

经济环境 X2 总效应 0.096** 0.079** 

 直接效应 0.083** 0.067** 

结果效能感 X6 间接效应 0.013 0.013 

 中介比值 13.108% 15.939% 

社会环境 X3 总效应 0.055** 0.082** 

 直接效应 0.045** 0.070** 

自我效能感 X5 间接效应 0.010 0.012 

 中介比值 18.641% 14.639% 

社会环境 X3 总效应 0.055** 0.082** 

 直接效应 0.042** 0.070** 

结果效能感 X6 间接效应 0.013 0.012 

 中介比值 24.234% 14.755% 

技术环境 X4 总效应 0.043** 0.063** 

 直接效应 0.038** 0.057** 

自我效能感 X5 间接效应 0.005 0.006 

 中介比值 11.897% 9.809% 

技术环境 X4 总效应 0.043** 0.063** 

 直接效应 0.031** 0.052** 

结果效能感 X6 间接效应 0.012 0.011 

 中介比值 27.608% 17.637%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湖南省 36 个村务微信群的 688 名村

民调查数据，结合社会认知理论和 PEST 环境分析

模型，依据“环境-认知-行为”的逻辑框架，以效

能感为中介变量，探讨外部环境对村民参与乡村

数字治理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村

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主要表现为受邀性行为，创

造性行为相对较少；第二，政治、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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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外部环境以及效能感均能正向显著影响村

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和创造性行

为；第三，村民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在外部

环境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行为的过程中具

有部分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促进村民高质量参

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对策建议： 

第一，营造良好的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环

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村庄自治制度建设，依法

依规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高村民自治意识，

优化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政治环境。立足

“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坚持把组织动员

群众、共商共建共享贯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全过程，夯实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经济基

础。大幅提升乡村网络设施水平，鼓励开发适合

“三农”特点的信息终端与应用场景，加强村民

数字培训与提升村民数字能力，强化村民参与乡

村数字治理的技术支撑。以重构虚拟场域为突破

口，聚合乡村人际交往；以改善邻里、干群关系

为基础，增进乡村社会和谐；以重塑村庄公共性

与村民情感归属为核心，增强村民的村庄共同体

意识，为乡村数字治理创造熟人社会环境。 

第二，增强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效能

感。聚焦村民的内在诉求与利益关切，按照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的原则，以乡村数字治理场域为

载体，吸引在乡与离乡村民共同参与乡村自治实

践，增强村民自治的民主意识与责任感，培育村

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

能力；与此同时，坚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

的基本原则，以简便快捷、经济高效为要求创新与

丰富乡村数字治理场景，打破乡村治理的时空限

制，真正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奋力开创民事民议、

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乡村协商治理格

局，维护好村民权益和村庄正义，提升乡村善治

水平，让乡村数字治理成为村民可感可及的实事

好事。 

第三，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创造性

行为。充分利用线上与线下手段，多途径、全方

位对村民进行宣传教育，引导村民认识乡村数字

治理的作用功能，帮助村民掌握乡村数字治理的

基本技能；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形式多样、

贴近生活、人们喜闻乐见的乡村数字治理活动，

让村民在实际活动中能够沉浸式体验、有效感知

和逐步认同乡村数字治理；采用积分制、设立

“金点子”奖等，对积极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村

民给予积分奖励，培育乡村数字治理“达人”，点

燃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热情。通过宣传教

育、活动体验、有效激励等措施，调动村民参与

乡村数字治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村

民由“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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